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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的影响
——微观和宏观的差异化分析

霍佳逸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北京　102299

【摘　要】基于2012年—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PSM-DID模型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研究了全面二孩政

策对女性工作收入和就业状态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从微观层面看，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存在明显的负面影响，

该政策的实施使女性工作年收入降低7243元，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增加22.2%；从宏观层面看，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为

高政策敏感度地区的女性创造了“就业红利”，使其工作年收入增加438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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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四十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思想观念转变以

及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等因素的影响，全球各地的生育水

平逐步下降，少子化现象已在多国呈现出不断加剧的态势

（任晓菲，2021）。少子化会使国家的人口结构发生根本

变化，影响劳动力供给和社会结构，最终可能影响社会经

济的良好运行（茆长宝等，2018）。中国政府也较早意识

到了少子化问题的潜在不利影响，从21世纪起有计划地进

行生育政策调整，分别于2011年实施双独二孩，2013年实

施单独二孩，2015年通过全面二孩，2021年实施三孩生育

政策，逐步放开生育数量限制。生育政策直接影响女性的

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进而影响女性的就业状况；反之，

女性就业状况的变化也会改变女性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

为，反作用于生育政策的实施。然而，双独二孩和单独二

孩的实施均未能显著促进女性的生育意愿（汪伟等，2020

）；而当前正值三孩生育政策实施之初，政策效果尚未完

全显现，全面评估全面二孩政策的政策效应及其对女性就

业的影响，对推动三孩政策的顺利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表明，生育政策的调整将改变中国人口数量和人

口结构，有利于延续人口红利，但同时也对女性就业产

生不利影响，恶化女性就业环境（贾男等，2013；庄渝

霞，2020）。现有文献主要从女性劳动力需求和供给两

个维度，就女性求职门槛、晋升机会、薪酬待遇和自身

职业发展四个方面分析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的影响。研

究发现，二孩政策实施后，女性求职门槛明显提高，相

较于男性更难被用人单位接纳（张同全和张亚军，2017

）；同时，女性参与晋升和培训的机会明显减少（杨菊

华，2014）；薪酬水平也会根据生育数量的不同呈现出不

同程度的下降（於嘉和谢宇，2014；刘娜和卢玲花，2018

）；这说明二孩政策的实施给女性带来了明显的“生育惩

罚”（Leonard & Stanley，2020）。此外，二孩政策实

施后，部分女性为了孩子的成长和发展宁愿牺牲自身职业

发展机会，主动申请调岗，或选择时间更加灵活的工作

（Entwisle & Chen，2002；Dinh et al.，2021），甚至

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江求川和代亚萍，2019）。总体而

言，现有关于二孩政策的研究大多基于女性个体视角，评

估二孩政策对女性个体就业的微观影响，鲜有考虑其宏观

层面的劳动力市场效应；而通常来说，政策效应的微观结

论往往不能直接应用于整体的宏观经济市场分析，故现有

研究成果对全面评估二孩政策的整体影响可能尚不全面。

本文基于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四期中国

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数据，采用

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和双重差分

（Difference-in-difference）模型，从微观和宏观两个

层面综合评估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个体就业及全国女性劳

动力市场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就微观层面而言，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女性个体就业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

响，与以往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但从宏观层面看，政策

敏感性更高地区的女性，较其他地区的女性而言会在全面

二孩政策实施后获得相对的“就业红利”，使该地区女性

收入水平整体提高。本文研究结论不仅进一步论证了现有

关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女性个体就业情况恶化研究成果

的可靠性，还在一定程度上对生育政策改革后产生的积极

劳动力市场效应进行了补充，对全面评价生育政策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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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效应和市场效应及未来中国生育政策的改革方向提供

了经验证据。

本文余下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就现有二孩政策对

女性就业产生影响的文献进行回顾并提出研究假设，第三

部分介绍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及实证模型，第四部分汇报相

关的实证研究结果，第五部分总结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

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二孩政策实施后，潜在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强化了女

性的家庭角色，来自家庭方面的压力增加，女性的家庭

角色冲击其职场角色，导致女性的工作投入时间减少（

张川川，2011），面临的家庭——工作冲突加剧（杨慧

等，2016）；而由于产假等就业中断给女性职业生涯带来

的“中断效应”（张抗私和王亚迪，2021），也会给女性

的人力资本存量（Mincer & Polachek，1974）和其工作效

率及生产力（於嘉和谢宇，2014）带来无法避免的贬值和

折损，导致女性自身职业竞争力下降，在劳动力市场中更

难被用人单位接纳。就用人单位而言，为避免女性生育，

尤其是女性二次生育产生的职业中断对其成本增加可能带

来的损失，用人单位会调整其雇佣决策，提高女性的求职

门槛，同等条件下更偏好雇佣男性职员（盛亦男和童玉

芬，2018；盛亦男，2019），使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

不利地位。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从微观层面看，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会恶化女

性个体的就业情况。

但已有文献也提出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产生的影响在

微观和宏观层面并不完全相同（杨慧，2017）。受中国传

统文化的影响，不同地区女性的生育意愿和生育选择呈现

出“同群效应”（张抗私和王亚迪，2021），即女性的生

育偏好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同时，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

地区由于执行差异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受到全面二孩政策

影响的强度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和城镇地区相比也存在差异

（陆万军和张彬斌，2016），因此政策实施后的生育表现

也不相同。从劳动力市场供需变化看，对于政策实施后生

育第二孩女性数量增加较多的地区，由于女性生育调岗或

退出劳动力市场等行为的增加，劳动力市场呈现女性劳动

力供小于求（江求川和代亚萍，2019），因此这些地区的

女性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可能获得相应的“就业红利”

，即未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女性更容易被雇佣，获得更好的

就业岗位和更高的薪酬。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从宏观层面看，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给敏感度

更高地区的女性带来“就业红利”。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采用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ISSS）完成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数据。CFPS的调查样本覆盖25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地区样本可以代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

调查对象包含16000户城市和农村家庭及其家中全部家庭

成员，对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面跟踪并收集数据，包

含个体就业状况、家庭信息等多个指标，适合本文的研究

内容。为研究2016年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的影

响，选取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四期的调查数

据，剔除了自我雇佣、主要变量数据存在缺失以及在四期

调查数据中不能相互匹配的样本，保留年龄在18-60岁的样

本，最终得到46130个观测值。考虑到女性在40岁之后二次

生育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故本文基准回归中均选择18-40岁

的被调查者作为研究对象，共21678个观测值。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作为一项全国性政策，全面二孩的实施不受个体和劳动

力市场供需状况的影响，故可视其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因

此，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

评估全面二孩的政策效应。微观层面旨在评估全面二孩政

策对女性个体就业的影响，故将政策实施后生育第二孩的

女性作为实验组，政策实施后未生育第二孩的女性作为控

制组；宏观层面旨在全国范围内评估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

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地区差异，故将政策敏感度高的省份作

为实验组，将政策敏感度低的省份作为控制组，以探究全

面二孩政策是否会产生相应的“就业红利”。考虑到实验

组和控制组女性在个体年龄、户口类型、健康状况等方面

可能存在明显差异，如年龄较小、农业户口、健康情况较

好的女性更倾向于生育第二孩，最终导致样本选择偏误。

为此，本文首先通过倾向得分法匹配法（PSM）构造与实验

组特征相近的控制组样本，再进行DID估计。

1. 微观层面模型

微观层面DID的分组如前所述，将2012年和2014年调查

中子女数量为1，而2016年和2018年调查中子女数量为2的

女性作为实验组；将2012年至2018年四期中子女数量均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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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性作为控制组。据此，设计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下标i、j、t分别表示个体、省份和时间。Y表

示女性就业的结果变量，包括女性劳动力的薪酬水平和就

业状态两个维度。 为微观分组虚拟变量，取1

代表实验组，即政策实施后生育第二孩的女性；取0代表控

制组，即政策实施后未生育第二孩，仍保持一孩的女性。

为政策虚拟变量，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即2016年和

2018年取值为1；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即2012年和2014年取

值为0。交互项 为核心解释变量，其

系数 代表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个体就业的微观影响。X

为控制变量集合。 和 分别表示个体受教育年

限固定效应、省份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分别控制个

体受教育水平差异、地区非观测因素和宏观经济波动等的

影响。 为随机误差项。回归使用个体层面聚类稳健标   

准误。

2. 宏观层面模型

宏观层面DID根据各地区的政策敏感度进行分组。如

前所述，尽管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国范围内铺开，但

其执行力度在不同地区之间却存在差异（陆万军和张彬

斌，2016；张沛莹等，2019），因此政策敏感度也存在差

异。作为我国特殊群体，少数民族因其文化风俗和生育

偏好等均与汉族存在较大差异，部分少数民族群体享有特

殊政策照顾。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规定少数民族农牧民一

对夫妻可生育三个子女，符合特定条件的可再生育一个子

女。因此，与其他地区相比，少数民族地区在全面二孩政

策实施之前受到的生育限制相对较小，政策敏感度较低。

据此，本文以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少数民族占比数据作为政策敏感度的划分依据，

将少数民族占比低于全国少数民族占比总体水平的省份作

为政策敏感度高的实验组，其余省份作为政策敏感度低的

控制组1。据此，设置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 为宏观分组虚拟变量，取1代表来自政策敏感

度高的实验组省份的女性，取0代表来自政策敏感度低的控

制组省份的女性。交互项 为核心解释变量，其系数  代表

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地区差异。其余变

量设定与模型（1）中一致。

3. 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现有关于女性就业状况的研究中，

有学者将女性的工作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研究生育对女

性收入影响的绝对大小和边际贡献（於嘉和谢宇，2014；

张沛莹等，2019）；也有学者将女性的就业状态作为被解

释变量，研究政策对女性就业与否的影响（张抗私和王

亚迪，2021）。为更全面评估全面二孩的政策效果，本文

同时选择个体就业状态和个人薪酬水平两个就业指标。同

时，考虑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女性灵活就业明显增加

（江求川和代亚萍，2019），单纯以就业和失业度量就业

状态不能将选择其他非正式灵活就业的女性包含在内。故

本文定义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两种就业状态类型，以虚

拟变量employ表示，取1代表就业，取0代表退出劳动力市

场。其中，就业既包括正式工作，也包括灵活就业；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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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劳动力市场则意味着完全退出。个体的薪酬水平由女性

主要工作年收入 income进行表示。

（2）控制变量。已有文献显示，年龄（王广州，2022

）、个人所在地区城乡分类（万光华等，2022）、户口

类型（刘峰和魏先华，2015）、健康状况（王卓和苏贝

贝，2022）、智力水平（Schroeder & Epley，2015）和外

貌情况（王慕文和卢二坡，2018）等均显著影响个体就业

状况和薪酬水平。因此，为降低估计偏误，将上述变量作

为控制变量。

四、实证结果

（一）倾向得分匹配结果

为避免样本选择偏误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以受访者

年龄、户口类型、所在地区城乡分类、健康状况、年份、

外貌情况、智力水平和最高学历作为协变量，采用0.05半

径内的一对一近邻匹配，分别为微观和宏观层面的实验组

匹配倾向得分相近的控制组样本，匹配结果如图1所示。

（二）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的微观影响

采用PSM-DID估计得到的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微观

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结果显示，其他条件不变

下，全面二孩政策使政策实施后生育第二孩女性的主要工

作年收入比未生育二孩的一孩女性降低约7243元，使其退

出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增加约22%，二者均在1%的水平上显

著。这说明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女性个体就业有显著的

负面影响，不仅会降低其主要工作年收入，还会增加其退

出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使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

地位，假设1得以验证。

注：第（1）列为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结果，

第（2）列为Probit估计结果，表中系数为经过换算的平均

边际效应；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

著；括号内为个体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下同。

（三）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的宏观影响

考虑到政策实施后生育第二孩女性和政策实施后未生育

第二孩的女性受到政策的影响不同（张沛莹等，2019）可

能对宏观层面估计结果产生影响，故本部分采用分样本回

归进行研究。采用PSM-DID估计得到的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

就业宏观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Panel A的

样本为政策实施后生育第二孩的女性，即2012年和2014年

子女数量为1，2016年或2018年子女数量为2的女性；Panel 

B的样本为政策实施后未生育第二孩的女性，即在上述四期

调查中子女数量均保持0个、1个和2个的女性。Panel A的

结果显示，对政策实施后生育第二孩的女性而言，全面二

孩政策的实施使实验组省份女性主要工作年收入相对显著

增加约4387元，对其是否退出劳动力市场影响为正但不显

著。Panel B的结果显示，对政策实施后未生育第二孩的女

性而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使实验组省份女性主要工作

年收入相对显著增加了约2113元，使其退出劳动力市场的

总体可能性相对显著增加约5%。综合Panel A 和Panel B的

估计结果，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会对高政策敏感度地区女

性的就业状态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使其退出劳动力市场

的可能性增加；但对于仍留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而言，

该政策的实施会使其主要工作年收入的总体水平显著提

高。这说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由于国家相应政策的出

台和对女性配套关照措施的完善，使高政策敏感度地区的

就业女性总体上获得了相对的“就业红利”，女性就业状

况得到改善，假设2得以验证。

（四）更换匹配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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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前文的基准回归模型均采用了倾向得分匹配后的

样本，为避免匹配方法对最终结论的影响，本部分使用替

代方法，采用一对四近邻匹配进行估计，以检验基准模型

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微观层面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

显示，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会显著减少女性收入并增大其

退出劳动力市场可能性的结论不变，但与基准回归结果相

比，政策产生负面影响的程度有所减小。宏观层面的回归

结果如表4所示。Panel A的估计结果显示，对政策实施后生

育第二孩的女性而言，全面二孩政策会使实验组省份女性

收入显著增加，而对其退出劳动力市场可能性的影响不显

著，与基准回归模型结论一致。Panel B的估计结果显示，

对政策实施后未生育第二孩的女性而言，全面二孩政策实

施对其就业的影响不显著，说明主回归模型中相应的结论

可能是由于特定回归方法的选择引起的。综合来看，全面

二孩政策在宏观层面对女性产生的“就业红利”只对政策

实施后生育第二孩的女性较为明显，使其主要工作年收入

总体水平显著提高，这可能是由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政

策敏感度更高地区相应政策措施的出台所引起的。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将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看作一项“准自然实验”，

根据已有研究，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对政策的影响提出

假设，采用PSM-DID模型分别研究了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工

作收入和就业状态的影响。

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①从微

观层面来看，全面二孩政策对政策实施后生育第二孩女

性的就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相对于未生育第二孩的

女性，该政策的实施使得生育第二孩女性的主要工作年

收入显著降低7243元，使其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显

著增加22.2%。②从宏观层面来看，在考虑了各地区政

策敏感度后，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从总体上会给生育第

二孩的女性创造“就业红利”，显著增加其主要工作年

收入，改善女性的就业状况。具体来说，相对于低政策

敏感度地区生育第二孩的女性，该政策的实施使高政策

敏感度地区生育第二孩女性的主要工作年收入显著增加

4387元。

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证明了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从微

观层面会对女性个体的就业状况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论证了现有关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女性个体就业状

况恶化的研究成果的可靠性；还进一步发现该政策的实

施从宏观层面会为生育第二孩的女性创造“就业红利”

，增加其工作收入，改善女性的就业状况，对未来从全

国层面分析生育政策的市场效应提供文献依据。本文的

研究结论具有如下政策启示：未来中国应继续完善生育

相关的配套措施、出台相应的政策，从家庭、企业和社

会等多方面共同发力，为积极响应国家生育政策调整的

女性营造更加友好的就业环境，推动女性就业状况的改

善。此外，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总体上为政策敏感度较

高省份生育第二孩的女性创造了较大的“就业红利”，

能显著提高相关地区女性的工作收入，因此未来中国在

推行三孩政策的过程中，应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

针对不同地区现实情况的不同有侧重地调整政策强度，

并制定具有地区特色的支持政策，在推动三孩政策顺利

实施的同时改善女性的就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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